
士大夫的社会世界建构与演变

摘 要：“现实为社会所建构”这一社会学基本命题指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建构的社会世界为个体提供了共享意义的空间和社会行动的基础。本文以这
一命题为理论线索，以曾国藩日记和通信为研究资料，探析曾国藩社会行动的
微观基础。我们特别关注曾国藩的社会活动与精神活动之间的关系，及其社会
世界的特点。研究发现，曾国藩的精神世界与社会世界各有不同表征，后者体
现出差序格局的特点，且其结构随时间而发生变化。我们借用个案深入发掘的
优势来探讨相关的研究思路、理论概念、分析维度和要素测量，尝试提供一个
有关士大夫的社会世界建构的研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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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uilding on the sociological insight into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this study examines how scholar -officials （士大夫） in traditional China
constructed their social worlds through everyday activities that served as the basis
for social action. Our study begins with the observation that，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Confucian culture had fostered a dualism between a family -state-oriented
spiritual world and a secular world of kin -based social relations. Although these two
worlds integrated，they were fraught with tensions，imparting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to China’s state-building and bureaucratic system. Building on this observation，
this study applies a micro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s of
Zeng Guofan，a prominent late Qing scholar -official . We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eng’s social activities and his spiritual pursuits，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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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 struction of his social world. Our research reveals that Zeng’s spiritual
pursuits and social activities were largely distinct from one another and rarely
intersected. We measure and analyze types of social groups with whom Zeng
interacted，the interaction patterns both within and between groups，and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of the social network centered on Zeng Guofan. While Zeng’s
two worlds remained distinct，his social world was structured by a“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差序格局），a relational pattern that was dynamic and evolved over
time. By leveraging the depth of a case -study approach，this study makes two main
contributions. First，it develops a research approach of combining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analytical concepts for examining individuals’social worlds，a central
concern in sociology. Second，it proposes and demonstrates a set of empirical
strategies for operationalizing textual data drawn from diary and correspondence. We
hope this study will stimulate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social worlds of scholar -
official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social world，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scholar - official，Zeng
Guofan，micro-sociology

一、引言

在中国历史上，士大夫在国家建构与社会建构的双重过程中均扮
演了重要角色。如钱穆（1996）所说：“中国士人常以天下为己任，故其政
治组织亦以士人为中心。”关于士大夫的历史角色和作用，已有研究数
量庞大。士大夫集道统、政统和亲统于一身，在中国政治舞台、官僚体制
和基层社会诸多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阎步克，[1996]2015）。因此，分析
士大夫的行动模式对于解读中国国家与社会建构的历史轨迹具有重要
意义。

周雪光（2024a）提出，在中国历史上，传统宗法制度演变出多重的
制度路径，包括垂直的家产制与平行的差序格局。在这一制度环境中
发展起来的士大夫，其精神世界和社会世界具有既关联又紧张的复杂
性。以往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即儒教视角下经“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规训而来的生涯过程，特别是他们的著述言说
和官场行为（如奏折和官方角色），但这些研究很少涉及士大夫的日常
生活世界和社会交往活动。其结果是，我们对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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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世界知之甚少，更缺乏建立在系统性经验资料基础上的研究。忽略
士大夫的社会世界这一重要面向，可能会对其社会行动及其在中国政
体中的角色和作用作出片面的解读。

本文沿着周雪光以往研究的思路，推进有关士大夫社会世界的建构
和演变过程的研究。具体说来，我们以曾国藩为个案研究的着眼点，聚焦
于曾国藩日记、通信等文字记载中所呈现的社会交往活动，其交往活动
的对象和类型，交往对象的群体构成和群体内外关系，以及社会活动与
精神活动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尝试通过这些交往活动的模式和特征来认
识曾国藩的社会世界，及其在不同时点的演变过程。我们致力于从这些
经验材料中提炼相关的分析概念、测量维度和因果机制，尝试通过个案
研究提供一个有关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大夫社会世界建构的研究案例。

本研究起始于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思想，即人们的社会行动来自其
在日常生活中所建构的社会世界，发生在由此建构的共享意义系统中
（Weber，1978）。社会学家舒茨（[1991]2012）提出，人们通过日常生活世
界的互动来生产共享意义和相应的社会行为。这一思路将我们的注意
力引向微观层次上的个体行为，特别是个体社会世界的建构过程，进而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会行动背后的过程与机制。

我们选取曾国藩作为个案研究对象，有以下几方面考虑。首先，曾
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因其所作所为被誉为士大夫修
齐治平的楷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典范特征的研究对象。其次，曾
国藩留下了系统的有关其社会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日记、通信资料，可供
细致分析。最后，已有文献中积累了数量可观的涉及曾国藩的研究，以
资我们在概念化和操作化过程中参考借鉴，也有利于校正我们在处理
和解读资料时可能出现的误差和偏颇。

本文的贡献在两个方面：首先，提出了有关社会世界建构的理论思
路和一系列分析概念，在经验研究的层次上就这一主题进行了个案研
究；其次，我们尝试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分析维度和测量方式，以期为这
类研究提供有益的分析视角和工具。我们认识到，曾国藩这一个案具有
特殊性，不足以说明中国历史上传统士大夫的一般情况；而且，曾国藩
的形象经过了历史上长期官方象征意义上的解读和塑造，有待基于系
统的经验材料重新审视。本研究旨在就这一主题进行尝试，在理论概
念、要素测量和系统分析方面进行探索，积累经验材料，由点及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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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推动这一领域未来出现更多、更完善的研究。

二、理论视角：士大夫的社会世界建构

关于士大夫阶层在中国国家建构历史上的角色和作用，在数量庞
大的研究文献中主要有两条研究路径。其一是从制度史角度认识士大
夫阶层在政治过程和官僚体制中的活动特点，如列文森（[1958]2023）分
析的士大夫与皇权间相辅相成又紧张冲突的关系；余英时（2004）、邓小
南（2006）关注士大夫思想理念在政治舞台上的展现。其二是着眼于士
大夫的思想学说及其演变脉络，大多数思想史研究属于这一类（田浩，
2012）。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多着眼于士大夫在正式制度层面的活动和
形象，也更多地关注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近年来，微观史学给予士大夫
个人更多的关注（如，罗威廉，2013），但这些研究仍然偏重于主人公的
思想理念及其在公共领域中的活动。这也不难理解：这些研究所依据的
史料，多是士大夫的著述言辞或者官方记录的官场活动，它们经过了官
方和当事人的编辑删削，更多地展现了主人公在正式制度中的角色和
作用。当然，人文研究领域也有关于士大夫社会活动的研究（周轶群，
2023；柯律格，2012；白谦慎，2016），但这些研究极少从社会科学的角度
进行讨论。

士大夫“文人+官员”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角
色和官僚体制中的作用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一方面，士大夫在儒教家
国天下文化的熏陶下，以天下为己任，经修齐治平规训而成为国家建构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士大夫有其特定的社会定位和行为取
向，既依靠皇权获得正当性，又在实际活动中有自己的追求并制约皇
权。阎步克（[1996]2015）提出，士大夫兼具政统、道统、亲统多重角色。
虽然儒士们竭力疏通、融合这三者间关系，但其内在紧张尤其体现在士
大夫与皇权之间的关系上，并贯穿于中国历史长河中。列文森指出，这
种紧张给中国政治带来了活力，推动了政治过程和官僚过程的动态演
变，为制度实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提供了动力。

（一）社会世界作为研究对象
以上讨论提醒我们，需要对士大夫在微观层次上的活动给予更多

的关注，对影响其社会行动的不同动力因素有一个平衡的把握。本文基
于社会学视角提出一个微观层次的研究思路，即审视士大夫社会世界

4· ·



士大夫的社会世界建构与演变

的建构及其特点。韦伯提出，所谓社会行动是针对他人的主观意义并以
他人为取向产生影响的行动。也就是说，人们生活在意义之网中，互动
的各方需要在同一意义系统中进行理解和诠释，才能产生社会行动。缺
乏共享意义的基础，人们的活动就不具有社会性。这一思路将共享意义
的建构和诠释置于社会学研究的中心位置，也将我们的着眼点引向个
体的互动和社会关系建构的微观层次。

社会学家舒茨对这一思路作了进一步推进。舒茨（[1991]2012）从现
象学的理论视角指出，社会行动和意义理解来自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世
界中的互动。人们不是面对抽象的“社会系统”，而是在亲身经验、社会
互动中实现意义理解的。更为重要的是，生活世界并非外在的客观事
实，而是经由个体间互动和相互理解而建构和维系共享意义，即主体间
性（intersubjectivity）。社会世界是指人们在共享意义系统中的具体社会
关系和社会活动，体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处理人际关系和解决问题
的行为模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伯格和卢克曼（[1966]2019）提出了“现实为社
会所建构”这一命题。他们系统地阐述了人们的日常互动、交互类型
化、社会化和制度化等社会活动，揭示了社会世界从日常生活世界向
象征符号宇宙延伸扩展的过程和机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进行
各种互动，在这些活动中产生和延续共享意义。这些共享意义通过外
在化、客观化和内化而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现实，从而构建了其
社会世界。

这一思路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以
及经由这些社会活动建构的社会世界和精神世界（孙飞宇，2018）。与此
相呼应的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新近兴起的人物生平研究（Chamberlayne，et
al .，2000）。这一研究取向着眼于微观层次的社会活动及其背后蕴含的
社会现实建构。微观史学领域已有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开拓性工作，
例如，金斯堡（Ginzburg，[1976]1980）基于一个磨坊主的阅读经历和言
论，以及他的社会交往活动，捕捉和刻画了他（及其相似群体）的世界观
和人生观。

上述思路为我们认识士大夫的社会行动提供了一个起点，即从士
大夫的日常生活出发认识他们的社会世界，进而把握其社会行动的微
观基础。进而言之，我们可以审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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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容、对象、形式和场合，解读其意义，加以分类，进而把握其稳定的
行为模式（patterned behaviors）。通过上述提炼过程和概念化的努力，本
研究尝试寻找一个探索社会世界建构的分析路径和理论解释。

（二）社会世界与精神世界
在讨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社会世界建构时，我们的研究策略是，关

注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寻找其中的稳定行为模式和群体关
联，进而解读塑造其社会行动的现实建构。在这里，有必要区分中国传
统士大夫的精神活动与社会活动，进而探析其“精神世界”与“社会世
界”。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成熟的儒学经典，经过科举等制度化
过程，以及家国天下的意识形态与修齐治平的规训，为士大夫阶层的
社会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社会活动内容。这体现在“礼治”这
一正式制度层面。另一方面，许多研究注意到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上层
经典著作”与“下层通俗观念”（余英时）、“礼与俗”（阎步克）、神圣与
世俗（商伟，[2003]2012） 之间的缝隙和张力。在此基础上，周雪光
（2024a：116）提出：

我们需要在精神世界与社会世界之关系中认识中国人
（包括士大夫）的“心态”。具体来说，家国主义与差序格局概括
了士大夫精神世界与社会世界的两个主题。一方面，家国主义
精神建立在千百年来的国家建构过程中，将士大夫与国家通
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规训连接一体。另一方面，如费孝通
所示，人们在社会世界中采用差序格局的行动逻辑来处理社
会关系，即以自我为中心来衡量自己与其他群体间的社会距
离，从而采取差异性对待。在中国历史上，这两者间既有密切
关联而兼容共存，又有内在紧张，时而激烈冲突。
以上有关“现实的社会建构”的理论视角，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士

大夫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活动，以及由此建构的社会世界。在此基础
上，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精神世界与社会世界的关系，更好地把握士大
夫在中国国家建构中的角色和作用。

（三）社会世界与差序格局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社会活动的空间有限，大多囿于其日常

生活的家族和村落附近。人们的社会世界建立在日常活动中，发生在因
村落社群集聚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特定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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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统和社会关系模式。这些文化传统和关系模式一旦建立，又反过来
规范相应的社会行动，从而维系和强化这个共享意义系统。

费孝通（2011）将中国文化中的社会关系模式概括为差序格局：每
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按照不同的社会距离来处理与不同群体的关系；
如同一个石子投入湖中所泛起的层层水波，逐渐向外推出，有亲疏远近
之别。周雪光（2024b）进一步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提炼为社会学分析的
一个理想模型，其具有三个突出特点，即自我中心、身份基础和亲疏有
别。具体来说，自我中心指以个体为起点来测量和评估与他人 /群体的
社会距离；且这些社会距离建立在稳定的身份基础之上；并基于社会距
离和身份基础进行差别性对待。

认识中国人社会世界的一个重要线索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差序格
局，由此构成的社会世界与家国天下之间既有重合，亦有紧张冲突。这
是因为每个人以自我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亲疏关系，不可避免地侵蚀以
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权力。在微观层次上，差序格局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社
会世界的基本格局，塑造了他的行为逻辑；在宏观层次上，差序格局从
一个侧面影响着资源动员机制和官僚体制的运作逻辑，参与了国家建
构的历史进程。

从比较角度来看，差序格局体现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不同
于大一统自上而下的权力等级制度。差序格局的“自我中心”意味着，以
个人或家庭为中心的等级制度因人而异，不断地再生产出多样化的结
构。家国体制力图构建修齐治平一体化的通道，但是在日常生活世界
中，人们的差序格局具有多中心性，渐次离散，既重叠又分化，即使皇
室、贵族也不例外，成为历史上宫廷内外政治斗争延绵不断的一条线索
（侯旭东，2018）。

在基于儒家传统的相应制度安排下，士大夫集政统、道统和亲统于
一身，因此蕴含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士大夫各自建构的社会世界带有鲜
明的差序格局色彩，形成了重叠交错的社会网络，塑造了特定的社会行
动取向；他们将社会世界带入官僚体制，融入其运作过程中，形成了中
国特色的官僚体制，尤其体现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并存共生之
中（周雪光，2019）。

差序格局为我们解读士大夫的社会世界提供了一个线索，有待进
一步发掘澄清。有关差序格局的形式表现或隐或现地存在于大量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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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验材料中，但这些理论讨论尚未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材料及严谨分
析的基础之上。一系列基础性问题仍然有待回答：（1）士大夫的社会世
界是如何建构的，体现在哪些社会交往活动中，是否体现了差序格局的
取向？（2）士大夫的社会交往活动与他们的精神活动具有怎样的关系？
（3）人们对特定对象的意义理解随时间流动而不断变化，那么，人们的
共享意义系统和社会世界在不同时点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三、聚焦曾国藩：社会世界的维度与建构机制

本文以曾国藩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尝试回答上述问题，并发掘研究
个体社会世界建构的思路和方法。我们选择曾国藩进行个案研究基于
以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他在
晚清政坛上具有重要的角色和作用，尤其是创办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
动，使其影响延伸至晚清与民国。如章炳麟语：“清命斩，夫其端实自
（曾）国藩始”（沟口雄三，2011：204）。曾国藩的著述、家训广为流传，其
成为近代史上修齐治平的士大夫楷模。他的日记和通信资料在精神世
界和社会世界两个方面都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记录。他的职业生涯和官
场经历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时代事件、官僚制度与社会世界间互动演变
的动态过程的线索，基于此可以更好地回答本文的研究问题。

第二，由于曾国藩在晚清政坛上的重要地位，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
的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工作一方面整理和鉴别了丰富
的经验材料（如曾国藩的社会网络），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诸多的研究发
现和思考线索（Bai，et al .，2023）。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启发我们的研究
思路，也有助于我们对相关问题和资料加以概念化和操作化。更重要
的是，已有研究成果可以从不同侧面来佐证或校正我们的研究设计、
指标测量以及对研究发现的解读。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下文的分析中使用了量化手段来刻画和描述
曾国藩社会世界的不同面向，或检验其中不同要素间的统计关系，我们
的研究实质上仍然是个案研究。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基于曾国藩这一
个特定人物和相关的经验材料，研究发现不能推广为中国传统士大夫
的一般状况。这也不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对这个具
体案例的细致分析处理，在经验材料的基础上提炼相应的研究思路、理
论概念、分析维度和测量指标，从而为这一课题上的系统研究工作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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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基础和起点。

（一）曾国藩的生平经历
曾国藩的官僚生涯（1840—1872 年）展开于风雨飘摇的晚清时代，

农民起义、列强压境、帝国大厦摇摇欲坠。曾国藩入仕进京后，起初是一
段寻常的官宦经历，而后经历了一个重大转折：咸丰二年（1852 年）曾
国藩因母亲去世回湘乡守丧；咸丰三年（1853 年）因太平天国发展迅
猛，曾国藩受命操练团勇，进而组建湘军；此后随着平定太平天国运动，
曾国藩确立了其在官场上的重要地位。

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可以将曾国藩的官僚生涯分为三个阶段：（1）
道光十九年至咸丰二年（1839—1852 年），即入仕京官阶段；（2）咸丰三
年至同治四年（1853—1865 年），即创建湘军、围剿太平天国阶段；（3）同
治五年至同治十一年（1866—1872 年），即晚年仕宦阶段。咸丰三年至咸
丰七年，曾国藩日记资料缺失，彼时正是曾国藩受命组建湘军的初期，涉
及官宦生涯变化对其社会活动的影响，故资料缺失殊为遗憾。不过，此类
活动一直延续到随后年份，体现在其日记记载中，加以承前启后的推断
与解读，不会影响本研究的主要发现与结论。

（二）曾国藩的社会世界与精神世界
曾国藩在日记和通信中记载了大量人际交往方面的活动。依上述

理论思路，我们把这些人际交往活动看作建构社会世界的体现。也就是
说，我们基于曾国藩日常活动中的社会交往活动来认识其社会世界。具
体来说，我们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交往的群体对象与社会距离。曾国藩在其官僚生涯中参与了
不同事务，扮演了不同角色，经历了不同阶段，与不同群体进行了交往。
根据我们的研究兴趣，特别是以差序格局作为理论对话点，我们区分以
下社会群体：家族、湘乡同乡、湖南同乡、科举同年、同事、湘军下属。我
们力图刻画和解读曾国藩与不同群体之间社会距离的差异。

第二，上述群体内部的互动关系和群体间关系。我们从曾国藩的个
人中心网络（ego-centric network）角度入手，进一步处理网络信息，呈现
不同群体的人物是否同时出现、在什么场合出现。也就是说，我们基于
这些人物围绕曾国藩而产生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测量这些群体内部和
群体间的关系。

曾国藩的精神活动体现在其日记和通信中所记载的阅读典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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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作文、思索学问等典型的传统士大夫活动，其大量著述和家训弥漫着
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训意味，主要包括修身自省和规劝训诫等方面的内
容。这些信息记载了曾国藩在精神活动方面的历时性变化，构成了其社
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需要回答的研究问题
本研究基于曾国藩日记和通信中记载的社会活动，尝试回答以下

研究问题，并讨论其理论意义。
第一，曾国藩的社会世界是如何构成的？个体社会世界中涉及不同

群体，曾国藩在与不同群体的交往中，是否可以发现他与各群体间的社
会距离即差序格局特点？曾国藩视角下，这些群体的内部与群体间的交
往特征是怎样的？

第二，曾国藩的社会交往活动与精神活动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关注
点是曾国藩的社会世界。在士大夫的社会活动中，精神活动是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如吟诗作文、典籍评议等。我们需要通过合适的分析手段来
区分和测量其精神世界的活动与其他方面的社会活动。我们进一步从
曾国藩的精神活动及其与不同群体的社交活动来探析两者间或重叠或
疏散的关联状况。

第三，我们将这些活动置于时间维度上加以呈现，进一步探究其动
态变化。曾国藩在不同生涯阶段经历了不同的政治生态和官僚角色，特
别是组建湘军等重大事件，为我们认识曾国藩社会世界在不同时点上
的建构和演变提供了极好的场景和机会。

本研究力图在以下两方面有所推进：在理论方面，提出有关士大夫
建构社会世界的研究问题，特别是基于差序格局的研究思路和概念分
析；在经验研究方面，提出有关社会世界及其演变的研究维度，以及相
应的测量、分析方法。针对上述课题，我们对曾国藩的日记和通信资料
进行系统的量化分析，以期提出一个研究思路，供学者们批评指正、改
进完善，或提出更完善的分析模型。

四、研究设计

（一）资料描述
本研究的经验材料来自已出版的曾国藩日记、曾国藩家书、曾国藩

家训和曾国藩书信（唐浩明，2012，2015；檀作文，2020a，2020b）。我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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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篇幅限制，附录无法在杂志纸质版中完整呈现。感兴趣的读者可至《社会》官网首页左侧
“下载中心”查看本文完整附录，https://www.society.shu.edu.cn/CN/1004-8804/home.shtml。

立了一系列指标来测量曾国藩精神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不同维度和类
型，及其在不同时点上的分布。具体的操作化说明见附录 A。 1

曾国藩日记数据集共包含 6 747 天次的记录，其日记时间跨度自道
光十九年（1839 年）正月起，至同治十一年（1872 年）二月曾国藩去世为
止。值得注意的是，其日记资料在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间存在连续缺
失。曾国藩通信数据集则收录了他的 1 303 条家书及 8 365 条与他人往
来的书信数据，共计 9 668 条，时间范围从道光二十年（1840 年）二月延
续至同治十年（1871 年）十二月，其连续性好于日记记载。我们以日记
数据集为主要分析对象，通信数据集作为补充材料。

为便于统计分析，我们对日记与通信数据按原有的农历月份进行
了数字编码：以道光十九年正月为起点，编码为 1；其后逐月顺序编码，
直至将同治十一年二月编码为 410。此外，我们还尝试了以季度（每 3
个月）为时间测量单位，发现两种测量方法不影响研究结果；为方便图
表展示，本文选用季度作为时间单位呈现研究发现。

（二）主要指标
依本研究目的，我们着眼于曾国藩日记与通信资料中的两类活动：

社会活动与精神活动。其中，“社会活动”指曾国藩与他人交往的行为，
如书信往来、谈话、应酬、会友等；“精神活动”指曾国藩与思想、修养、
文化创作相关的个体行为，包括读书、练字、写作、感想等。需要指出的
是，这两类活动在实际语境中存在一定重叠，例如社会交往中亦可能包
含思想交流或文人活动。我们可以从其他维度对这些不同侧面作进一
步的分析解读。

精神活动的核心指标为“精神活动投入比例”，旨在衡量曾国藩在
单位时间内将注意力分配于精神活动的相对程度。具体而言，我们首先
对曾国藩的日记与通信文本进行识别与分类，将相关语句标注为“社会
活动”或“精神活动”。其中，精神活动包括读书、练字、思考、文化创作
等行为。在此基础上，我们计算精神活动语句的字符长度，并将其与文
本总字符长度的比值作为精神活动投入度的量化指标。该指标反映了
精神活动内容在整体记述中的占比，具有可操作性与可比较性。为进一
步克服样本代表性与文本连续性问题，我们将通信数据集视为对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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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进行稳健性检验的材料。通信数据时间覆盖范围与日记数据大
体一致，且连续性更好，可用于对比分析曾国藩精神活动指标的稳定性
与一致性。

在社会活动方面，日记数据集中的社会活动语句涉及曾国藩与 4 280
人（共 24 328 人次）的交往记录。每一人次的交往可被划入特定的社会
交往类型。

我们进一步检索并统计了其中 602 人（17 553 人次）的详细社会信
息，包括籍贯、出身、任职情况等，以判断相应人物与曾国藩的社会关
系。这些人物构成了后续分析的核心样本池。从比例上看，该样本池按
人数占日记数据中社会交往记录的 14.1%，按人次占 72.2%。2 就曾国
藩的社会世界构成而言，其交往群体类型尤为重要。依据交往对象的社
会信息可判定其与曾国藩的关系类型，并将交往群体按以下社会关系
分类：家族、湘乡同乡、湖南同乡、科举同年、湘军、清廷官僚、其他。该
分类体系具有互斥性，即每一人物按上述顺序仅归入一类。例如，某人
同属湘乡同乡和湖南同乡，按上述优先级归类，只放在“湘乡同乡”中。

在此基础上，我们以曾国藩为中心构建其社会交往网络：若两人物
在日记同一句文本中共现，通常意味着涉及同一事件或活动，据此视为
两者存在社会交往关系。这种基于文本共现的社会网络构建方法已被
广泛应用于历史人物关系分析与文本社会学研究中，能够较好地反映
隐含的交往结构 （Amancio，2016；Labatut and Bost，2019；Zhong，et al .，
2017）。这一方法也有助于我们探究群体内部和群体间的交往关系：若
两人同属某一群体，则视为群体内交往关系；若两人分属不同群体，则
视为群体间交往关系。

五、研究发现及解读

在这一节，我们首先通过对经验材料的描述性分析，展现曾国藩精
神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基本情况，以及两者间的关系。然后，转向本研究
的重点，进一步分析曾国藩的社会世界，特别是探讨他与不同群体之间
的社会距离，这些群体内部以及群体间的关系，进而思考这些关系结构

2. 这些数据表明，曾国藩日记中涉及了大量偶尔交往的人员。我们的分析集中在他经常
往来的人物（即在日记记载中与曾国藩的交往频次大于 10），这些人是曾国藩社会世界
的主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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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呈现的曾国藩的社会世界及其意义。

（一）曾国藩的社会活动与精神活动
1. 曾国藩的社会交往活动
曾国藩在日记与通信中记录了各种社会交往活动。本研究作以下

分类（见表 1）：访晤、通信、公务、宴饮、其他。其中，所占比重最高的两
种形式是访晤（56.1%）与通信（22.9%）。曾国藩的社会交往活动因时期
而变化，如图1 所示：道光十九年至咸丰二年，社交活动较少，反映了入
仕进京后一般士大夫的状态；咸丰八年至同治四年，从事团练、管理湘
军期间，社交活动繁多，且各类活动的数量均达到高峰；同治五年至同
治十一年，晚期仕宦阶段，社交活动稍少。

表 1：曾国藩社会交往事件类型统计 （N = 23 210 ）

事件类型 次数 比例 举例

访晤 13 022 56.1% 登门拜访、留宿、接待

通信 5 313 22.9% 书信往来

公务 1 988 8.6% 考核下属、案件交接

宴饮 1 066 4.6% 便饭、喝酒、满月宴

其他 1 821 7.9% 围棋、踏青、上坟、调解争议

注 ：“其他 ”包括休闲 、贺吊和其他私人事务 。

表 2 报告了曾国藩与不同群体的交往频率。在曾国藩的官僚生涯
中，其主要交往的群体是湘军、湖南同乡和家族。图 1 展示了曾国藩与
各群体在不同时点上交往密度的变化。可以发现，（1）曾国藩与这些群
体的交往密度随不同时点和阶段而变化。例如，与“同年”的交往随时间
推移而逐渐减少。也就是说，曾国藩在仕途前期与科举同年联系较为紧
密，但随着从仕时间延长，与他们的联系逐渐淡化。（2）自同治八年后，
与湖南同乡的交往先是在相当长时间内密集，随后有所减少。这表明，
在创建湘军、应对危机期间，曾国藩对同乡关系的维系明显强于其他时
期。3（3）自创建湘军起，曾国藩与这一群体保持了持续稳定的交往关
系，显示出历史上军功集团的重要性（李开元，2000）。这一现象提示我

3 . 已有研究发现，民国时期文人士大夫的社会交往也遵循与曾国藩类似的模式。欧阳哲
生（2021：113-124）研究发现，胡适在北京的社会交往活动可分成三类：与安徽同乡、与留
学同学（可以看作同年的现代化演绎）、与编辑同仁（可以看作同事的现代化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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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曾国藩社会交往群体的散点密度图

关系类型 人次 比例 举例

湘军 4 294 24.6% 李鸿章、李鸿裔、李榕

湖南同乡 4 293 24.6% 胡林翼、彭玉麟、欧阳兆熊

家族 3 568 20.4% 曾国荃、曾纪泽、曾国潢

清廷官僚 1 584 9.1% 吴廷栋、官文、朱兰

同年 1 122 6.4% 陈源兖、李瀚章、郑敦谨

湘乡同乡 528 3.0% 唐义训、陈湜、李续宾

其他 2 092 12.0% 黎竹林、潘伊卿、金竺虔

们，在分析士大夫的社会世界建构时，有必要引入历时性视角，考察其
人际互动随仕途发展与外部变动而产生的动态变化。这也意味着，不同
的士大夫因个人的生命历程和具体经历而形成了特有的社会世界。这
些社会世界间的共性与差异性是认识士大夫阶层的一个重要切入口。

2. 曾国藩的精神活动
如前所述，我们标注并分类了曾国藩日记中与精神活动有关的文

本，表 3 是对精神活动的分类别的描述性统计。我们还计算了精神活动
文本字数与全文字数之比，并使用这一变量测量曾国藩在单位时间内精
神活动的投入比例。

图 2 显示了曾国藩日记和通信数据中其精神活动投入比例在不同
时点的分布和变化。总的趋势是，精神活动占总体的比例较小，平均低
于 20%。最重要的转折点在咸丰三年初（即曾国藩组建湘军，季数61），

表 2：曾国藩社会交往群体关系统计 （N = 17 481 ）

注 ：空白处代表资料缺失 ，虚线代表资料连续缺失 （季数 30~50 ，57~78 ）。 纵轴为

各类社会交往事件在不同季度的数量 。 在正常散点图的基础上 ，笔者将点的坐标加

入了微小扰动 ，以将交往强度体现为散点密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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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波动较大，此后较为平稳，这个转折点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曾
国藩母亲去世等事件。

此外，日记与通信数据呈正相关，且具有统计显著性（皮尔逊相关
系数为 0.412，p < 0.01），这意味着，曾国藩在不同文本（通信、日记）中
有关精神活动的投入比例，在同一时点上是正向关联的。这个发现说明
上述精神活动投入比例分析的结果具有稳健性。日记呈现的精神活动投
入比例一般高于通信，这也与文本创作的一般特点相符，即通信的社会
交往目的性更强。

上述精神活动可以看作曾国藩“修身”的侧面反映。曾国藩与其他
人交流时，特别是在对家人的训诫中经常引用阅读心得，因此，也可以
将这些精神活动看作“齐家”的一部分。进一步的问题是，曾国藩的精神

事件类型 次数 比例 原文示例

读书 3 996 51.6% 辰后看《绿野仙踪》小说（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八日）

写作 1 691 21.8% 夜归作诗一首（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五日）

练字 921 11.9% 习字五十（道光二十年六月十日）；阅益能家《皇甫碑》，识
得欧字意思（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感想 897 11.6% “卜动念以知幾”，皆谓此也。 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一日）

其他 240 3.1% 高诵养气章，似有所会（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五日）；摆列棋
势，以自排遣（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表 3：曾国藩精神活动事件类型统计 （N = 7 745 ）

注 ：“其他 ”包括记诵 、卜算 、佛道活动 、自娱等不便分类的活动 。确定精神活动类

型的计数标准较为困难 ，这里以一天内出现某种类型为一次 ，以读书为例 ，同一天内

不管读书多少卷 ，均计为一次 。

图 2：曾国藩精神活动投入比例的时间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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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与其社会活动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3. 社会交往与精神活动之间的关系
我们对曾国藩的精神活动与社交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分

析。如表 3 所示，精神活动比例与总体上的社交频次（“总频次”）之间
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总体而言，社交活动越频繁，精神活动所占
的比重越低；反之亦然。换言之，二者呈现此消彼长的竞争性关系。尽管
线性拟合线无法充分刻画两者间的复杂关系，但这一趋势清晰地揭示
了它们的相关性。从注意力与时间分配的角度来看，这一结果不难理
解：个体的时间与精力有限，当其在某类活动（如精神修养或思想活动）
上投入更多时，必然压缩用于社会交往的时间。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曾国藩的精神活动与不同社会群体交往频次之
间的相关性。表 4 展示了曾国藩精神活动投入比例与特定群体交往频
次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确保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分别基于日记数
据与通信数据进行检验，两者的结果是吻合的。结果显示，精神活动与
大多数群体类型的交往呈负相关，但存在一个例外———精神活动与科
举同年群体的交往频次呈正相关，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近年来，已陆续
有人文学科研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相较于其他群体，曾国藩与同年之
间更多的是精神活动往来（王晓天，2017；谢海林，2025）。这些发现表
明，不同群体在曾国藩的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构成了其
社会世界的多重面向。我们将在后文对这些群体间的差异及其关系作
进一步分析。

交往群体 日记 通信

同年 0.21** 0.24**

家族 -0.33** -0.28**

湘乡同乡 -0.29** -0.10+

湖南同乡 -0.24** -0.12+

湘军 -0.32** -0.30**

清廷官僚 -0.17** -0.09

总频次 -0.32** -0.24**

注 ：总频次为与所有群体交往频次之和 。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表 4：曾国藩季度内精神活动投入比例与各群体交往频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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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曾国藩与科举同年的联系为例，曾国藩的乡试、会试同年以及恩师共 234 人，但日
记交往频次高于 10 的只有 21 人。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验证了同年与精神活动关系的例外性是否受
到其他因素影响，如交往规模本身。为此，我们计算了同年占总交往次
数的比例与精神活动投入比例的相关性，日记数据与通信数据中的相
关系数分别为 0.27（p < 0.01）、0.23（p < 0.01），证明了其稳健性。

（二）曾国藩社会世界的结构：群体的差序格局关系
本节着重分析曾国藩日记及通信文本中展现的其社会世界的结

构。曾国藩在日常活动中与哪些群体发生了怎样的互动，这些互动模式
有哪些特点？我们从曾国藩日记及通信文本记录的视角来看他与不同
群体的交往，特别是这些交往活动所展现出的社会距离及其差异，从而
审视以他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的社会交往特点。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交
往活动出自曾国藩日记或通信文本记载，不一定是交往活动实际发生
的整体状况。这些文本记载反映了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差序格局逻辑，即
越得到当事人关注的交往关系，越接近当事人交往的核心圈层，越可能
被详细记录；而那些被忽略或未被记录的交往关系，则位于差序网络的
外围圈层。这正是差序格局视角的要点所在。因此，数据上的选择性差
异恰恰有助于回答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即自我中心视角下的社会交往
层次。

我们使用曾国藩与其社交对象的接触频次作为两者间社会距离的
测度。这一测量方式已应用于大量研究中（Fudolig，et al.，2020；Shor and
Roelfs，2015）。考虑到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的日记较为零碎，可
能会带来测量上的偏差。我们比较了曾国藩的全部社会交往和太平天
国运动之后的社会交往，没有发现明显差异。下文将集中讨论曾国藩各
个时期社会交往的整体态势。

如表 2 所示，从社会交往频次的比较来看，曾国藩与各个群体的社
会距离由近及远依次为：湘军、湖南同乡、家族、清廷官僚、科举同年、
湘乡同乡。当然，交往频次受群体规模的影响，这一点很直观：群体中的
成员大多因与曾国藩交往才会被记入日记或通信，因此，记录越多，群
体规模越大，总体频率越高。但需要注意的是，群体规模并不必然反映
其客观人数，而是体现了曾国藩对不同群体投入的注意力与交往精力
的差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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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交往密度会随时间节点与事件背景而变化。图 3 将曾国藩与
各群体的交往频次进行排序，展示其社会交往的动态趋势，有“变”与
“不变”两种态势。所谓“不变”，就是前文总结的曾国藩交往群体的差
序格局的一般性结论。以湘乡同乡为例，该群体在道光十九年（年份 1）
是曾国藩社会交往第二多的社会群体；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年（年份 2）
离乡入京后，湘乡同乡作为其社会交往的边缘群体保持不变，反映了该
群体在差序格局中的相对外围地位。其他不变的特征还包括：湖南同乡
长期保持相对中心的位置；后半段中，曾国藩主要与家族、湖南同乡、湘
军交往。

注 ：横轴为年份序号 （年份 1 即道光十九年 ），纵轴为交往强度的相对次序 （排名

由上至下 ）。 以汉字代表不同群体 （“家 ”代表家族 ， “湘 ”代表湘乡同乡 ， “湖 ”代表湖

南同乡 ， “年 ”代表同年 ， “官 ”代表清廷官僚 ， “军 ”代表湘军 ），并置于圆圈中以便区

分 。 由于数据缺失 ，图中断轴跳过了道光二十六年至咸丰七年 （年份 8~19 ）。 折线表

示该群体在对应年份中的排名轨迹 。

图 3：曾国藩社会交往的结构动态

更值得关注的是图 3 中展现的“变”的特征，即在曾国藩自我中心
视角下，不同群体在差序格局中的位置和距离随时间的动态变化。以家
族、同年为例，在道光二十五年（年份 7）及之前，伴随着曾国藩进京散
馆和做官的经历，同年几乎是曾国藩这段时间最为亲近的群体。由于曾
国藩与家族成员、湘乡同乡空间距离变大，大部分情况下只能通过书信
往来（时磊等，2022），两者位次均明显降低。但与湘乡同乡不同，湘籍
京官通过会馆和熟人等渠道相互连结，因此，曾国藩得以与湖南同乡维
持交往并加强联系（王晓天，2017）。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曾国藩回
乡奔丧、组织团练，咸丰八年（年份 20）后，同年在曾国藩的社会交往
中趋于边缘，家族在曾国藩的社会交往中稳定居高。整体而言，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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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序随时间波动明显，说明曾国藩的社会网络并非固定结构，而是随
其身份转变（散馆生—京官—湘军统帅）而变化的动态格局。上述发现
展现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的丰富性和微妙性。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群体与曾国藩互动的群体内部差异。如
图 4 所示，部分群体（尤其是家族）呈现明显的右偏与重尾特征，即少数
成员占据了极高的交往频次。这表明，曾国藩与这些群体成员之间的互
动并非平均分布，而是高度集中于少数核心人物。为刻画这种内部不均
衡，本研究尝试引入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作为衡量指标（Bhattacharya，
et al .，2016）。较高的基尼系数意味着某类社会关系的交往频次集中在
少数成员身上，反之则表示交往较为均匀。家族的基尼系数高达 0.91，
其后依次是湖南同乡（0.77）、同年（0.70）、湘军（0.68）、湘乡同乡
（0.64），最低为清廷官僚（0.38）。

注 ：1. 使用曾国藩与其社交对象的交往频次作为两者间社会距离的测度方式 ；

2. 按已有研究惯例，我们采用交往频次的对数分布，以避免交往频次高度偏态分布的影响。

图 4：曾国藩与各群体交往的社会距离分布箱线图

曾国藩与不同群体交往的基尼系数存在差异，可能与这些群体的
组织程度相关。当一个群体内部差异性较强或被高度组织起来，则更有
助于识别和接触群体的中心人物，而没有必要一一接触；如果群体内部
分化性不强，则难以分别对待。如此来看，家族与湘乡同乡属于前一类，
而清廷官僚属于后一类。

（三）群体层次的社会交往分析
上述分析从曾国藩与不同群体间的交往模式（patterns）来探析其社

会世界的建构，特别是社会距离的差序格局特征。我们还可以结合曾国藩
社交活动的信息来进一步推断这些群体内部或群体间的交往模式。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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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我们可以从不同人物及其所属群体在曾国藩社交场合共同出现的
频率，来进一步探析这些群体内部及群体间的互动状况。

当然，这些活动都是基于曾国藩自我中心的视角而展开的，或者说
是曾国藩注意力视角下的社会网络关系，反映了与曾国藩社会世界相
交的一个侧面，而不是这些群体内部或群体间关系的完整表现。换言
之，这是映射在曾国藩社会世界中的群体关系。

1. 群体内交往
以曾国藩日记中记录的社会交往活动为基础，我们考察了曾国藩

社会交往网络中，人物之间的交往强度受到何种因素影响。我们将任意
两个人物的交往频次（在同一交往事件中共同出现的次数）视为衡量其
交往程度的指标，并将其设为因变量。进一步，将自变量设定为这两个
人物是否属于同一身份群体，以此检验群体内交往是否具有显著的内
聚性或偏好特征。

表 5 报告了回归分析的结果。这些社会交往活动是围绕曾国藩发
生的，我们需要将分析结果放在这个背景下解读。从这一视角来看，回
归分析的意义，并非直接测量这些个体或群体间的“客观”交往频率，而
是测量曾国藩视角下人们聚类的倾向。统计模型的回归系数越大，意味
着曾国藩更倾向于参与、关注和记录该类群体内部的互动事件。我们重
点探讨身份同类（即同一群体）作为核心自变量的作用：若两节点身份
相同则记为 1，以捕捉群体内部的交往聚集。例如，身份同类的回归系
数为 0.326，意味着：在曾国藩的记录中，当交往双方属于同一身份群
体时，他们的互动频率更高（对数平均增加 0.326，p < 0.01）。换言之，在
曾国藩参与并记录的场合中，同一身份群体内部的互动有这样的行为
倾向，甚至这些行为倾向可能是因曾国藩的组织或参与所致。

如表 5 所示，模型 1 只纳入了身份同类变量。模型 2 纳入了控制变
量。为排除时间重合度与个体活跃度的干扰，我们在模型中控制了活跃
时间差及节点度数，以区分身份效应与交往机会差异。具体而言，活跃
时间差越小，说明其活跃于同一社会时期，更易进行交往；最大度数与
最小度数分别表示两节点人物与曾国藩的总交往频次，控制了具体人
物对交往机会的约束。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身份同类
变量的影响依然显著。也就是说，围绕曾国藩的各种活动更有可能是以
群体类型来划分或组织的，而不是各类群体成员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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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身份同类 0.882** 0.326**

（0.034） （0.033）

最大度数 0.083**

（0.006）

最小度数 1.227**

（0.023）

活跃时间差 -0.010**

（0.003）

截距 0.281** 0.014

（0.012） （0.014）

伪 R2 0.13 0.65

注 ： * p < 0.05 ，** p < 0.01 。

表 5：曾国藩社会网络节点的负二项回归结果 （N = 7 556 ）

2. 群体间的交往
我们使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延伸分析不同群体间的互动关系。本研

究从几个侧面来展现这些群体间的关系。
我们用热力图（图 5）来展示不同群体交往的相关系数。每一项系

数表明列群体与行群体间的交往程度，用于检验以下命题，即在曾国藩
与某个社会群体交往时，是否会影响其他社会群体间的交往。例如，“家
族”列与“湘乡同乡”行相交项的系数为 0.42，意味着在同一季度里，曾
国藩与这两个群体的交往显著正相关，其相关程度体现在 0.42 这个系
数上，当曾国藩与其中一方产生交往时，也更可能与另一方交往。图 5
显示，家族还与湖南同乡和湘军存在较强正相关（系数分别为 0.52、
0.44）。值得指出的是，科举同年与其他群体无相关或显著负相关。 这
一点与前文的发现是吻合的，即同年群体与曾国藩交往的其他群体没
有显著来往。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曾国藩的社会交往分为两个不同的世界：一
个世界以家族、同乡为主（包括家族、湖南同乡、湘乡同乡、湘军），这是
他的强关系世界，彼此间有着密切相关的往来关系；另一个世界则由
同年、清廷官僚构成，这些群体与其他群体的显著关联较少。如前文所
述，同年群体与曾国藩的精神活动呈正相关关系。可见，在曾国藩的社
会交往中，不同群体扮演着不同角色，彼此间也因此产生不同的社会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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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图采用皮尔逊 （Pearson ）相关系数衡量不同群体间交往频次的影响程度 。

图 5：群体交往相关性热力图

图 6 描绘了群体内部交往以及与其他群体交往的程度。在这里，
我们关心的是一个群体的内部和其他群体间互动总量的比例分布。以
家族为例，其内部互动比例最高（38.6%），其次是与湖南同乡的互动
（34.3%）。湘军内部的互动（25.7%） 远不如其与湖南同乡间的互动
（40.0%）。不难看到，各类群体都与湖南同乡有高密度的互动。有趣的
是，同年、清廷官僚与其他群体的互动比例均较小。这些模式与差序格
局很吻合，也就是说，以曾国藩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中，各圈层之间的
交往并非均匀展开，而是高度集中于圈层内部或核心圈层间，如血缘、
地域和军功集团。

图 6：群体间交往的分布状况

（四）曾国藩与湘乡同乡的关系
曾国藩与湘乡同乡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在既有研究中，曾国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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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常被认为以湘军为核心（Bai，et al .，2023；朱东安，2007；王盾，
2007；黄民文，2018）。由于湘军的组建依赖同乡纽带，一些研究者认为
湘乡同乡是曾国藩社会交往的关键组成部分（如，朱东安《曾国藩集团
与晚清政局》第三章）。然而，本研究表明，曾国藩与湘乡同乡的交往强
度较低，打破了这一传统印象。例如，《湘军人物简表》中记录了 870 位
有明确籍贯的湘军军官，其中有 721 名湖南人，162 名湘乡人（占18.6%）；
但在我们整理的曾国藩社会网络中，与其交往最频繁的 300 名人物中，
有 27 名湘乡人（占 9.0%），远低于湘军所占的比例。在排除家族成员
后，湘乡籍贯中仅凭同乡关系与曾国藩往来的比例进一步下降。

这种差异可以从湘军的组织性质与曾国藩的个人取向来理解。一
方面，湘军是多核心的政治-军事组织，曾国藩只是发动者之一，曾国
藩与湘军中大多数军官的联系是弱关系（Bai，et al .，2023）。

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是，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曾国藩的精
神世界与社会世界的互动关系，特别是精神观念影响了他的社会行为。
例如，曾国藩（1876：56）写道：“本部堂治事有年，左右信任之人，湘乡
同县者极少……岂戚族乡党中无一可用之才？亦不欲示人以私狭也。”
这表明他有意识地将同乡关系与仕途和幕府事务相剥离，以“避嫌”体
现公私分际与士人节操。凌鹏、何骆（2024）研究发现，在湘乡地方，曾国
藩希望把曾家从湘乡的政统中剥离出来，仅在道统上发挥作用。避嫌与
远政，是曾国藩试图分离湘乡同乡的表现。

然而，这种克制并非始终如一。我们发现，曾国藩在京官时期与湘
乡同乡往来稀少，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其与湘乡同乡的交往频次和
比例迅速上升（参考图 1 和图 3）。这一反弹反映出，在危机情境下，地
缘纽带仍是可靠的社会资源。换言之，差序格局在曾国藩的社会世界中
不是固定的伦理规范，而是一种可随情境调整的行动策略。这种特征契
合于安·斯威德勒（Swidler，1986）提出的行动工具箱（tool kit）概念：差
序格局并非始终以一套稳定的价值体系来约束士大夫的行为，而是为
行动者提供一系列可以在不同处境下加以选择和运用的资源与方法。

六、曾国藩的社会网络结构

我们可以将曾国藩的社会世界以社会网络的形式呈现，并作进一
步的分析。图 7 展示了曾国藩的社会网络中，不同群体内部及群体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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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中央节点为曾国藩 。 节点间的空间距离大致反映人物与曾国藩的社会距离 。

由于聚类布局会带来一定形变 ， 故以节点大小作为更精确的衡量关系强度的指标 ；

节点越大 ，表示该人物与曾国藩的关系越紧密 。

图 7：曾国藩社会交往网络图

结构分布，以及网络总体特征。网络中的节点代表曾国藩及其社会交往
对象，线则表示他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可以看出，（1）湖南同乡、湘军、少
部分家族成员距离曾国藩较近；湘乡同乡、同年、清廷官僚、大部分家族
成员则距离较远。（2）每个群体之间的连接，集中在与曾国藩交往最近
的那批人之间，例如曾国荃可被视作家族成员与其他群体交往的结构
洞（structural hole）。换言之，距离曾国藩较近的社交对象，他们之间的社
会交往也相对紧密。

曾国藩的社会网络结构表明其与不同群体间的社会距离存在差
异，对此我们进一步基于 K-Core 进行结构分析，即识别因网络度数
（degree）增加而更为接近内圈的各群体位置（见附录 A）。分析发现，湖
南同乡、湘军和部分家族成员距离曾国藩较近；而湘乡同乡、同年、清廷
官僚，以及大部分家族成员距离较远。这一发现从另一侧面验证了前文
呈现的曾国藩社会世界的差序格局特征。

我们可以对曾国藩的社会网络以及各个群体内部的网络结构作进
一步分析，结果见表 6。其中，网络密度反映群体的整体连接程度，密度
越高说明成员间交往越普遍、关系网络越紧密。聚类系数反映群体的内
部凝聚程度，聚类系数越高说明“朋友的朋友也更可能成为朋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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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范围 节点数 平均度 中介中心性 密度 聚类系数

网络总体 283 15.5 368 0.04 0.28

各群体/ 家族 77 9.0 394 0.03 0.30

湘乡同乡 16 13.3 201 0.07 0.50

湖南同乡 61 21.3 481 0.09 0.39

同年 16 17.1 380 0.17 0.51

清廷官僚 52 10.9 174 0.04 0.30

湘军 61 24.0 551 0.13 0.33

注 ：节点数 （number of nodes ）、平均度 （average degree ）与平均中介中心性 （average

betweenness centrality ）基于群体在曾国藩整体社会网络中的位置计算 ，反映群体在全

网中的结构特征 。 网络密度 （density ）与聚类系数 （clustering coefficient ）基于各群体独

立构建的子网络计算 ，反映群体内部的结构特征 。

表 6：曾国藩社会交往网络的结构特征

紧密小圈子的倾向越强。从整体角度来看，以曾国藩为中心的社会交往
网络特点如下：整体网络的平均度为 15.5，密度为 0.04，表现出典型的
稀疏连接特征，说明少数高度连接的枢纽节点与大量边缘节点并存。就
具体群体来说，湘军与湖南同乡有更高的平均度和中介中心性，说明这
两个群体与其他群体联结广泛，可视为信息的流通要道，这与前文关于
群体内部交往的发现相吻合。

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各群体内部的网络特点。如表 6 所示，考虑到
网络规模的情况下，同年、湘军的网络密度较高，意味着同年、湘军群体
内部的交往频繁。同年的聚类系数较大，三元闭合程度更高，说明其更
容易形成关系紧密的小圈子。人文领域的一些研究为此提供了佐证，即
曾国藩与同年的交往经常是与一群同年的集体活动（王晓天，2017；谢
海林，2025）。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曾国藩的日记和通信资料进行个案研究，分析了曾国藩
在官僚生涯中的社会交往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模式和特点。虽然本研究
基于曾国藩这一个案，但研究的目标是，探索刻画和描述士大夫精神世
界和社会世界的理论思路，发展出相应的分析概念、测量方式和相应的
分析方法。下文讨论与本研究相关的研究课题及其一般性意义，以便为
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思路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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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研究发现曾国藩的精神活动与社会活动存在不同特点，体
现在他与不同群体的互动模式中。一方面，曾国藩的精神活动与大多数
群体的社会活动呈负相关，意味着两者在注意力分配上存在竞争；另一
方面，曾国藩的精神活动与科举同年的交往呈正相关。换言之，不同的
群体在曾国藩的精神活动与社会活动中扮演了不同角色。这一发现提
醒我们，士大夫的精神活动与社会活动确有不同指向，应将其放在交往
活动的整体中，并分辨其不同的关联意义。我们在初步分析的基础上，
对曾国藩的精神活动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探索，发现其
精神活动频次与各类社会活动频次间均存在负相关（见附录 A）。

其次，本研究着眼于曾国藩的社会世界建构。如前文指出的，儒教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性为中国官僚体制中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融合提
供了文化基础。在对士大夫的研究中，研究者多将注意力放在他们的精
神世界和官方正式活动上，极少涉及他们的社会世界。本文从“现实为
社会建构”的思路出发，关注士大夫的日常交往活动，填补已有研究的
重要空白之处，以便理解影响其社会行动的社会世界，这对于认识历史
上中国官僚体制的运作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周雪光，2024a）。

本研究显示，曾国藩的社会交往具有差序格局特点。这不是新的发
现，在涉及士大夫的研究文献中，这种差异性对待的“圈子”文化普遍存
在。我们的贡献是，基于系统的资料和科学的方法将其呈现出来，并提
出了一系列的测量方法和分析手段，以便推动更大范围和类似口径上
的比较分析。本研究的实质性发现表明，曾国藩自我中心视角下的差序
格局在不同时点和事件场景下有“变”与“不变”的多重展现。例如，曾
国藩与其家族的交往随着他的官僚生涯和父母离世而发生了明显变
化；曾国藩与同年的关系也在不同时期有明显的起伏变化；但是，曾国
藩与军功集团（湘军）的关系，一俟建立便长期稳定。

本研究的延伸分析表明，曾国藩与各群体的交往各有特点。例如，
曾国藩在与家族和湘乡同乡的交往中，有更强的选择性；但与清廷官僚
的交往则更为宽泛。我们的推测是，这一特点与不同群体内部的等级结
构有关，即一个群体的结构越明朗（基尼系数越大），曾国藩与其交往的
选择性越强；而一个群体的结构越不明朗，曾国藩与其成员的互动就越
宽泛。这一特点背后的因果关系及其对士大夫社会世界构建的意义仍
有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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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研究指出了士大夫社会世界建构的多面性和变动性。所谓
多面性是指，士大夫在其官僚生涯中，有着不同的经历和事件，因此有
着不同的建构社会世界的成分。例如，曾国藩与湘军这一群体的关系在
曾国藩的社会世界中至为重要，但这一成分源于特定的历史事件和经
历。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常常将“同年、同乡、家族……”等泛指为差序格
局的内圈结构，然而，本研究发现，不同的群体在曾国藩的精神活动和
社会活动中扮演了不同角色，有些关系是精神世界意义上的（如“同
年”），有些则是社会世界意义上的（同乡、家族、湘军等）。即使是同一
群体中的成员，不同个体与曾国藩的社会距离也可能相去甚远。此外，
这一社会世界随时间和经历而不断变动，更为准确地说，各有变与不变
的轨迹。

本文没有对曾国藩的精神活动作更多的分析，一方面是因为思想
史研究在这个方面已有众多的解读；另一方面是因为有关精神活动的
分类和操作化还不够成熟可靠，难以进行有意义的分析。相比之下，本
研究关于社会世界的操作化和技术分析得益于学界有关差序格局、群
体关系、网络结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本研究为认识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建构，及其在生命
历程中的演变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线索；为认识士大夫的社会行动提供
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手段。这些发现来自对曾国藩的个案研究，旨在探索
和提出相关的研究课题、理论概念和分析路径，以便推动在更广阔背景
和系统资料基础上的探索和分析，更好地认识中国历史上士大夫社会
行动的基础及其在国家建构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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